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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纲要时期初中国文教科书中
外国翻译作品的编选研究

国语纲要时期，指从1923年《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

要》颁布到1929年《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颁布

之前的一段时间。1919年，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思想新

文体乃至新的文学观念的变迁，进而使得审美教育思

潮得到进一步发展。时代风尚的变化直接影响了1923年

《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的内容规划，显著特点之

一，便是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成为国文课程内容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国文基础学科中，“蛮夷”的文学作品被纳

入“龙的传人”内容体系当中。随着课程标准的颁布施

行，外国翻译作品成为国文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育转型背景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

开始了初中国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这些教科书，一

方面遵循课程标准的规划，具有共同的特征，更体现了

整个时代的风尚；另一方面每个编者及其编辑团队各自

的认知图式，使得他们在编选教科书选文同时，通过筛

选、删节、改编等方式，对某些选文、某些内容有选择

地遗忘，呈现了多样面貌。研究者在基本翻阅这一时期

五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基础上，选取三套教

科书为研究对象，对其外国翻译作品选文课目进行研

究，大致可把握这一时代初中国文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

的时代特征，还可呈现民国时期不同编者编写外国翻译

作品时个性化特征。三套教科书分别为：《新学制国语

教科书》，周予同等编，商务印书馆1923—1924年间初

版；《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编，中华

书局1924年初版；《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编，

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

一、共同特征：注重艺术价值和现代精神

的统一

首先看1923年前后出版的两套中学国语教科书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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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说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国语教

科书》，编辑大意为“本书的选辑，以具有真见解、真

感情、真艺术，不违反现代精神，而又适合于学生的

领受为标准，至于高深的学术文以非初中学生能力所胜

概不加入”。[1](144)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

级国语读本》，编辑大意称“本书选材，注重下列两个

要点：（1）内容务求适切于现实的人生。（2）文章务

求富有艺术的价值”。[2]虽然《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

（1924）并未撰写说明，但纵观上述教科书的编辑大

意，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一些特

点：其一，形式上注重艺术价值，即文学性；其二，内

容上具有现代精神。

1. 艺术价值：短篇小说占据主流，应用文开始文

学化

两套教科书，除《智识阶级的使命》《与支那未知

的友人的信》《世界语与其文学》三篇选文为演说、书

信外，其他翻译作品皆为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尤以

小说突出。如下图：

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 。[3](144)两套教科书所有

的小说均为短篇小说，最为著名者是都德的作品《最后

一课》和莫泊桑的作品《二渔夫》。小说中，人物形象

集中，故事发生场景更为聚焦，最后的法语课堂、临刑

前的悲惨，可对学生产生心灵的冲击，让学生在小说阅

读中思考个人和民族国家救亡之间的唇亡齿寒关系。除

短篇小说外，儿童文学也能体现小说艺术价值，教科书

中儿童文学样式颇为丰富。王尔德的《安乐王子》空想

唯美，“浪漫派气质与童话的体裁相合”；[4]俄国作品

如《鱼的悲哀》《同鸡蛋一样大的谷粒》《铁圈》《巨

敌》，或以动物寓言形式，或以空想方式着眼于现实人

生；[5]凡尔纳的冒险小说如《小豪杰放洋记》《荒岛游

历记》，充满刺激，强调探险，以扩充学生的知识；包

天笑所译的亚米契斯教育小说《亚美利加之幼童》《雪

合战》《医院中侍疾之童子》，其中塑造了饱含爱国之

情、救国之志的理想少年，以表现无所不在的“爱”和

人性的美好。

文学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方

面，且在实用文语体、学术文章方面，也有所呈现。这

一时期，实用文体已不再是桐城古文的论辩、序跋、箴

铭、颂赞、诏令、奏议等文体分类，而是演说、辩论这

种适应传播新精神的实用文体样式。演说、辩论文体，

胡适在《中学的国文教学》《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1922）中曾予以强调，认为演说、辩论是实用教授

法，同时也是用活的语言做的活的教授，这种教授法也

回避了封建教育中价值观的单一性，便于现代精神的大

众传播。这些实用文本中，语体饱含深情，如爱罗先珂

演说《智识阶级的使命》的开头：

我从各方面听说中国没有新文学，现在的中国人中

没有大诗人，也没有大著作家，最可悲痛的，是缺少领

袖，且只有极少数的人研究或留心去研究文学，这是什

么缘故呢？在这四万万人民的国中怎么只有极少数的文

学家和喜欢文学的人呢？这件事实是很稀奇的，可是亦

很容易解释的。做工作的人没有空闲去学，更没有空闲去

研究白费工夫而难见功效的稀奇古怪的中国字。[6](10-11)

演说着眼于政治宣传效果。第一人称“我”的叙述

方式，从一个来自异国旅行者的所见所闻出发，和听众

一起分享其所思所想，在不断的演讲叙述中，听众感受

的是演讲者的责任感。从一个异国旅行者的口中谈到中

国存在的问题，也着实让人警醒。除实用文体外，即便

以文言翻译的学术文章，也包含文学色彩。如“赫胥黎

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

图1-1　1920-1928年三套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中小说的比重

书名 翻译篇目数 小说篇目数
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 15 12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 37 35
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 7 7

纵观上图所示，三套教科书外国翻译作品中小说大

量入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小说在教科书外国翻

译作品中比重较大。以《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

（沈星一，1924）为例，整套教科书总共入选了15篇外

国翻译作品，其中小说入选了12篇（包括传记），所占

比重为80%。小说占据主流也体现在《新学制国语教科

书》（周予同等，1923）之中，该套教科书共收37篇外

国翻译作品，其中小说入选35篇（包括传记、儿童文

学、寓言等），所占比重为94.6%。在《现代初中教科书

国文》（1924）中，总共入选7篇外国翻译作品，均为小

说（包括故事），所占比重为100%。第二，小说样式丰

富，短篇小说、儿童文学特点鲜明。短篇小说是小说艺

术价值的集中体现。其摆脱了传统小说从头到尾叙述的

“纵剖面”方式，运用“经济的文学手腕”，“描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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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两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

时，此间有何景物”。[7]译作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鲁

迅便这样叙述自己当时看《天演论》时的情景：一有闲

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8]

2. 文学内容：具有现代精神

（1）传统古典文学注重“圆熟简练，静穆悠远”的

文风，而新文化运动后，中学教科书中外国翻译文学转

为“铺张扬厉，激昂慷慨”的现代文风。[9]这种激昂的

现代精神首先体现于时间叙事的重新建构。传统的时间

叙事大多为尚古的历史循环论，而这一时期的外国翻译

作品，则开始推崇具有进化意识的历史观。如《天演论

导言七》（赫胥黎，严复）、《天演论导言一》（赫胥

黎，严复）、《世界之霉》（普路斯，周作人）、《文

明的曙光》（须林娜，胡愈之）。严复翻译的《天演

论》强调物竞天择，事在人为，“顾人事立矣，而其土

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3](59-60)《世界之霉》

（普路斯，周作人）中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物霉菌相类

比，强调竞争的重要性，霉菌的“两块斑点，黄的与桂

黄的，他们正在开战呢”。[10]这一时期的外国选文，主

张竞争，强调人事，进化论下的世界观一扫传统以来的

“平和”[11]观念，转变为冲突、壮美的风格。从清末到

民国、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中国已开始摆脱传统束

缚，走向充满理想、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旅程。摆脱

传统，面向未来，构成了现代精神的主旋律。

（2）昂扬的现代精神还体现在对少年的咏叹方面。

选文中少年活动都围绕着当时新教育的空间——学校展

开，如《亚美利加之幼童》，为保家卫国，慷慨解囊，

捐款购买军舰。少年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学校，如《小

豪杰放洋记》《荒岛游历记》，或在海上冒险，浪迹天

涯，或面对复杂的环境，智勇双全，经过艰难险阻，最

终获得成长。又如《医院中侍疾之童子》，这位少年到

医院探病，所面对的并非自己的父亲，仍然精心照顾。

再如《神坛狼厄》，少年面对群狼，镇定勇敢，用火逼

退了狼群。这些小说，在各种各样的时空背景下构建英

勇、智慧的少年形象，这些少年也是“青春希望的修辞

符号”，[12]选文中少年的成长，也为建构新中国提供了

一种可期待的新方式。

（3）现代精神除激昂慷慨、青春希望外，还有一

种转型期寻求发展的内心焦虑。众所周知，五四时期被

新文学影响的教科书编者抱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开始

选入大量外国翻译作品，这些作品以写实方法呈现出

人生各种问题。社会结构转型，新旧文化剧烈碰撞，

内心失去平衡，各种矛盾在此聚焦，各种人生困惑亟须

解答。“文学改革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

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6](83)

这些问题与人生关系巨大，“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

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珊格尔夫人自叙传》（珊

格尔夫人，建人）、《黄昏》（什朗斯奇，周作人）、

《沙漠间的三个梦》（Oli Shrein，周作人）反映的是妇

女婚姻问题；《一件美术品》（契诃夫，胡适）、《库

多沙菲利斯》（蔼夫达利阿谛思，周作人）关注反封建

反礼教问题；《安乐王子》（王尔德，周作人）、《禁

食节》（潘莱士，沈雁冰）、《卖火柴的女儿》（安徒

生，周作人）反映社会贫困问题；《先驱》（哀禾，周

作人）、《巨敌》（高尔该，沈雁冰）涉及自由与剥削

问题；《齿痛》（安特来夫，周作人）、《晚间的来

客》（库普林，周作人）与人生人性问题有关。这些作

品之所以被选录，就是因其“注重现实人生”及“时代

精神”，这些选文从之前重视古代先哲圣贤的遗训，转

变为把握民众及人类情感的方式，一扫传统文学封建、

保守的文化病症。

二、差异特征：三套教科书语体多样化，

选文内容价值取向各有侧重

1929年，阮真在《几种现行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分析

研究》一文中，采用比较的方法，凸显出了《新学制

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新中学教科书初

级国语读本》（沈星一，1924）、《现代初中教科书国

文》（庄适，1924）三套教科书各自的编选特点。其概

括了这几套教科书在语体和内容上的差异：第一，语体

差异。《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文言

白话兼顾，《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

1924）均为白话，《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

1924）皆为文言。第二，内容差异。《现代初中教科书

国文》（庄适，1924）较为“偏重道德价值”层面，而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新中学

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沈星一，1924）更加侧重人生

社会层面，“灌输新思想”。第三，艺术价值的不同。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古文时文、

旧诗词剧曲、时人议论、创作文艺、翻译小说面面俱

到，扩展了“旧文艺的眼界”，《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

语读本》（沈星一，1924）目的在“提倡新文艺”，而

《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庄适，1924）多选入“古色

古香的诗文”。[13]

阮真对三套教科书编选特点的揭示，针对的是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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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有选文。具体到外国翻译作品选文编写，呈现

两大特点：其一，语体形式方面，不同教科书语体多样

化。三套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语体特点各不相同，

《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周予同等，1923）语体为文言

白话兼顾，共入选外国翻译作品37篇，文言语体的外国

翻译作品8篇，所占比重为21.6%，白话语体的外国翻译

作品29篇，所占比重为78.4%。1924年沈星一编辑的《新

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与《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

读本》白话文言分编，《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

是为了弥补古文读本的不足，所选的15篇外国翻译作品

皆为白话语体，且倡导新文学，传播新思想。《现代初

中教科书国文》（1924）所选的7篇外国翻译作品语体皆

为文言。其二，文学内容方面，选文内容价值多样化。

三套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所体现的内容价值诉求，也

各有侧重。《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3）、《新中学

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1924）中外国翻译作品多为白

话语体，内容价值便倾向于关注人生；《现代初中教科

书国文》（1924）中语体皆为文言，内容价值便偏重道

德层面；《新学制国语教科书》（1923）、《新中学教

科书初级国语读本》（1924）注重讨论与人生相关的问

题、国语国文发展的问题，从《劳工神圣》《新生活》

《国文之将来》《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这些选文题

目便可看出；《现代初中教科书国文》（1924）中的外

国翻译作品出自异域，大多关注少年成长，洋溢着激昂

慷慨的西式的、现代的、发展的风格，但经过晚清包天

笑等人的翻译，也进行了中国化的处理方式，又体现了

传统的道德特征。教科书中所选外国翻译作品的人物是

中国式样的，如《雪合战》中主人公是无意犯错的少年

“胜家望”和鼓励知错就改的“张公霖”，作品中的内

容价值并没有抵触传统礼法，《亚美利加之幼童》讲述

爱国的少年，《雪合战》中打雪仗误伤老人的少年“胜

家望”在鼓足勇气向老人赔礼道歉后终获原谅，《神坛

狼厄》中少年凭借智慧逼退群狼，《医院中侍疾之童

子》中童子服侍病重老人，《肉券》则刻画了朋友之

情、夫妻之情。

结　语

1923年—1928年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

品的同和异，其本质上是在时代文化语境下教科书编者

对教育思潮、课程标准感知理解后的产物，属于编者感

知课程的范畴。这里至少有多个要素对教科书中外国翻

译作品入选产生过作用：

其一，文化语境。社会变迁、教育文化转型等共同

融汇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时代语境。从文化变迁来看，

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新文学得到提倡，外国翻译文学

作品大量引进，小说成为主流，文学艺术性得到重视，

文学关注人生成为社会风尚。从教育转型来看，这一时

期三套教科书编辑队伍庞大，其分别是：周予同、范祥

善、吴研因、顾颉刚、叶绍钧、王云五、胡适、朱经

农、沈星一、黎锦熙、沈颐、庄适、任鸿隽等，他们或

留学日本、美国，或经过清末新教育的培养，或毕业于

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名校，是经过新教育洗礼后的新

型知识分子，必然在知识结构、价值观方面不同于传统

士大夫，更能接受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更倾向于西方纯

文学的形式及欧化的语体特色，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学的

人本主义精神内涵。

其二，教育思潮、课程标准的影响。教科书的编写

往往受到教育思潮影响、课程标准的指导，经审定后才

能出版发行。在这一时期审美教育思潮影响下，《初级

中学国语课程纲要》（1923）已开始接纳外国翻译文学

作品为国文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教科书接受

乃至推广外国翻译文学作品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其三，编者的理解感知。随着哲学诠释学的发展，

人们逐渐意识到不同的教科书编者对于课程标准的感

知理解不同。就教科书编者来说，其知识结构、价值取

向、身份构成、同人关系、师生情谊、同学友情、所在

出版社的性质、对师生教学的理解等等，都可影响对课程

标准的理解，甚至影响教科书中外国翻译作品的编选。

自同人团体、文学观念入手，选择译作。以《新学

制国语教科书》（1923）为例，37篇外国翻译作品，其

中周作人、沈雁冰、胡愈之、耿济之、刘复、胡适翻译

者共计25篇，所占比重为67.6%。值得关注的是，周作

人、沈雁冰、胡愈之、耿济之、刘复等译者与教科书编

者叶绍钧、顾颉刚，均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这些译作

的入选，一方面体现了志同道合同人之间的友情利于外

国翻译作品的入选，另一方面也是文学理念上的接近，

即在文学观念上，编者和选文的译者都主张外国翻译作

品应是“为人生的文学”，同时也介绍被压迫民族的作

品。沈雁冰、胡愈之译作的入选，除文学研究会一层关

系外，他们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事关系、朋友关

系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教科书选文的编选。胡适所译的外

国作品入选，与其国文教育专家、国语文学的倡导者、

翻译家、本套教材编写参与者的身份相关，体现了编者

对自我翻译外国作品质量的自信。所以，教科书中外国

翻译作品的面貌，是在文化语境、教育思潮、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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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编者理解感知多种因素下建构出来的。在当下教科

书编选中，不同教科书选文的面貌，总能引起轩然大

波。尤其是鲁迅作品的编选，总能引起一片讨论，但讨

论的背后，并没有以文化语境、教育思潮、课程标准、

编者理解感知等多个维度去透视其选文面貌背后建构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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